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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偏执型上访的生成及其内在逻辑 

——基于湖南省 G 村的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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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湖南省 G 村一起农民偏执型上访事件的历时性考察，通过上访各阶段“政府——访民”行为互动

关系的比较分析，发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上访者三大行动主体构成的信访治理链条中，存在着治理实效

偏离政策预期的“逆向激励”效应。信访治理中，上级政府基于“公共性”的秩序追求对基层政府“自利性”的

“避责”思维具有一定程度的“逆向激励”，从而给上访者提供了谋利空间，基层政府的“软肋”成为上访者得

以借用的“机会”。成功谋利上访的示范效应结合上访谋利空间，促成农民上访的延续与扩展，并最终导致偏执

型上访的生成，这与信访制度的初衷相背离。建议通过信访治理与基层稳控的逐渐剥离、信访分类治理考评机制

的建立以及乡村自治力量的充分动员与发挥，有效规制信访激励的“逆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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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internal logic of farmers' paranoid petition:  

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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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a farmer paranoid petition event in G village, Hunan Province,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titioners at each stage of the petit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a ‘reverse incentive’ effect in which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deviates from the policy expectation 

exists in the petition governance chain composed of the three main actors: higher-level government, primary-level 

government and petitioners. In petition governance, the order pursuit of ‘publicity’ of the higher-level government somewhat 

acts as a ‘reverse incentive’ to the primary-level government’s thinking of ‘responsibility avoiding’ and self- interest, thereby 

providing the petitioners space for profit, and the primary-level government’s weakness becoming ‘profitable opportunity’ 

for petitioners. The demonstrative effect of successful petitioning for profit, combined with the space for profit, contributes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expansion of petitioning, and finally led to the generation of paranoid petition, which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etitioning syste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verse space of petition incentive can be regulated effectively 

through the gradual separating petition governance from primary- level stability control, establishing classified peti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fully mobilizing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rural autonomous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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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持续发展，社会阶层结

构出现一定分化，农民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

展趋势，因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农民上访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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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农民上访的类型

和特点各异。一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上访

主要是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受损”。税费

改革后国家惠农政策逐步深入，随着利益关系分化

和利益结构重组，农民上访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

谋利型上访的数量显著增加，二是农民上访的策略

性和针对性持续增强，呈现出明显的偏执型上访的

倾向。农民偏执型上访既体现在访民逐渐熟悉上访

之道，从愤而上访走向精于上访，也体现在贯穿于

谋利上访者在和政府的上访博弈过程中行动技巧

性和策略性的提升。 

农民上访如何发展成为精于上访者乃至偏执

型上访者？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学界围绕这一问

题形成了两种研究进路：一是动力机制研究。大致

可分为政府逼迫论、利益选择论和体制束缚论三方

面的动因。其一，农村税费改革前，部分地方政府

受到“压力型”体制影响，对农民征收超额赋税引

发“经济剥夺”，是造成乡村冲突激化和农民上访

的主要动因[1]。其二，随着公民观念成为政府的重

要治理原则，农民等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逐步释

放，成为追逐利益的原子化个体[2]；近年来，我国

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全面加速推进，因土地等

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逐渐取代税费纠纷，成为农

民抗争的焦点问题[3]。其三，信访是地方公务员考

核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在信访高压下的地方政府有

着“刚性”的维稳任务，他们不得不在信访治理中

采取多元化的治理手段，从而诱发截访、回避矛盾

以及摆平理顺等多重困境[4]。二是生成机制研究。

从农民上访的发生机制而言，“草根动员”[5]“权

力——利益的结构之网”[6]或是解释该类上访生成

的解释框架；从农民上访的策略选择来看，“依法

抗争”[1]“以法抗争”[7]“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8]

“依势博弈”[9]“依关系网络抗争”[10]“以死抗争”[11]

“以身抗争”[12]等成为新时期农民在信访中与政府

博弈的主要策略。 

文献梳理表明，以往研究或从农民主体，或从

政府信访治理的单一视角出发来探讨农民上访的

影响因素，而从政府与访民互动视角来考察该问题

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这样一来，较容易把农民上

访问题归结为农民主体意识或者治理主体行为等

单一因素影响和驱动的结果[13]。事实上，农民偏执

型上访的生成并不是单向度的行为结果，其生成蕴

含了地方政府与访民的行为博弈与互动过程。信访

实践中，访民利益诉求的满足程度和利益矛盾的协

调状况决定政府的信访治理效能，而政府在信访治

理中的多元化应对方式也形塑着访民的行动和策

略选择，农民上访的发生、持续和扩展正是基于这

样的互动背景展开的。因此，笔者拟以农民偏执型

上访为研究对象，结合笔者在湖南省 G 村田野调查

实践中发现的一起劳动纠纷上访案例，通过对上访

“事件——过程”的梳理与解读，考察政府与访民

的行为互动关系，以此探究农民偏执型上访生成的

内在逻辑。 

二、G 村农民劳动纠纷上访案例分析 

G 村位于湘南山区地带，隶属于 JY 县，地理

位置相对偏僻，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田野调查中，

笔者发现当地在历史长河之中形成了较强的上访

文化，这在形塑当地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

形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据考，历史上该地发生过

多起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多宗影响较深的土地纠

纷，同时笔者在访谈中也了解到相当比例的当地民

众因为土地纠纷、低保名额、贫困户指标以及村干

部换届选举等事项屡次上访。当地民众强烈的维权

争利意识、“霸蛮”的性格特点使得他们敢于为自

己的权益进行抗争。这种文化也为 G 村农民劳动纠

纷上访行动埋下了伏笔。1973 年，JY 开发办因计

划开垦甘蔗基地而向当地各公社招录工人，经过政

治审查和技能考核，甘蔗基地的国营拖拉机站招录

了部分知青，以及以欧某林、何某新为代表的 108

名亦工亦农人员。“在那 10 年里，我们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经常晚上还要加班，有时候遇上赶工，

可能还要通宵加班；放假的话也是轮休，每个月只

有 4 天假，基本上每次放假才能回家，工资也非常

低，我记得拖拉机站给我们的月工资只有 36 元，

除了交给生产队记工分的工资以外，差不多每月只

剩 15 元，那时候也就刚好够吃饭。”根据何某新

的讲述，在长达 10 年的开垦任务完成后，拖拉机

站根据上级指示对职工进行了分类安排，作为亦工

亦农人员的何某新、欧某林回到了 G 村。几十年过

去，原国营拖拉机站早已解散，常年务农劳动给年

过七旬的何某新、欧某林留下了身体疾患，贫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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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使得他们在面对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的系列

民生政策时，不禁暗自萌生了向政府“讨个说法安

度晚年”的想法，这起劳动纠纷上访就此拉开帷幕。 

1．愤而上访：农民的利益受损与情绪表达 

2007 年，既是 JY 原拖拉机站员工又是乡村老

教师的何某山，凭借旧报纸中刊登的国务院 8 号文

件“原没有参加社会保障、停产多年而无力为职工

缴纳养老保险的企业，退休职工可纳入城市低保，

享受低保待遇”的相关规定，与曾经同样亦工亦农

身份的何某新、欧某林商量后，从 JY 信访局开启

了他们的上访之路。从信访局、经济委员会到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他们将口头诉求转变为正式的书面

诉求，请求当地政府对其进行养老安置。针对这一

诉求，JY 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进行了文件答复，高度

肯定其 20世纪 70年代在 JY 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

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原拖拉机站在解散前并未为

其职工缴纳养老保险金，因此其职工无法享受养老

保险统筹待遇。基于此，拖拉机站返乡人员继续“打

感情牌”，通过“邀功”“诉苦”“反驳”等方式

对相关部门提出复查申请报告；同时针对政府在回

复报告中反复追问的正式员工证明，他们巧妙地以

原单位相关领导干部的签字认定书、驾驶证以及全

体员工合影“三项证明”充抵“招工原件”，从而

回避了“原件难找回”的困境。除此之外，针对相

关部门提出“个别领导签字并不能证实正式职工身

份，除非找出相关文件依据”，何某新等人便开始

进行相关政策文件的搜集，并分别在镇政府、经委

会处获得其上访后期主要依托的《国务院发（1971）

91 号文件》以及《江革计字（1978）1 号文件》。 

应星认为中国农民上访的主要动因是“气”，

这是遭受不公、蒙受冤屈、陷入纠纷的访民为赢得

尊严和认可而进行诉求表达和价值展现的一种方

式[14]。何某新等上访者正是基于面对社会不公而萌

生的“气”开展的上访行动，“提诉求”“邀功”

“诉苦”“取证”“找文件”等多样化的策略形式

表达了上访者面对利益受损的愤怒和不满情绪。从

其上访诉求来看，他们基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

希望借助于政府力量解决其作为原单位亦工亦农

身份职工的养老问题，该阶段作为访民与当地政府

的初次互动，在策略选择上他们通过制度化方式进

行了诉求和情绪表达。从结果来看，这一诉求从信

访局传达到经委会再到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但并未

得到当地政府正面、积极的回应，上访未有实质性

进展。 

2．冷静上访：农民的诉求未果与行为博弈 

2008 年，在前期上访无果后，原拖拉机站返乡

人员开始了省访、京访的越级访之路。由于听取了

京访过程中上级领导的建议，何某新等上访者试图

通过地方政府将信访材料递交给中央相关单位，在

材料搜集过程中 JY 政府也开展多次讨论会，但并

未拿出具体解决方案，当地政府原来提出“材料代

为寄送”的承诺随着时间推移不了了之。后续上访

中，当地政府的回应或是“还没有政策”或是“已

三级终结”，当地上访的受挫经历激发了上访者赴

省越级访的冲动。2010 年 7 月，何某新参与了原拖

拉机站返乡人员的省访，关于这段经历，何某新告

诉笔者：“在火车站我就看到了 JY 信访局的领导，

我先不上火车，到旁边一个餐馆吃饭，一会的功夫，

他们也进来这个餐馆吃饭了，我随便扒了几口饭

菜，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就上了火车，逃过了截访。

到了长沙我们县里的领导给镇领导打电话说，‘这

个人还真是不得了（难缠），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还说在家里，一转眼的功夫已经到了省里，这以后

恐怕眼皮子底下都盯不住他，以后要重点关注了，

不要再让他去上面（上访）了，他的低保问题你们

赶紧想办法解决。’后来我在当年公示的低保名单

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省访过程中，由于熟人带

路，他们很快找到省信访局相关领导，并提出诉求，

“请政府就《江革计字（1978）1 号文件》落实原

JY 拖拉机站亦工亦农职工的经济补贴”，“就算我

们是亦工亦农身份，可是我们之前也没有收到过任

何经济补偿，以前没有补的部分现在是不是可以重

新补上？”针对这一情况，省信访局研究决定后给

予转批，要求 JY 县政府按欧某林等上访者要求对

照相关文件予以落实。“从那以后，JY 政府对我们

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大逆转，以前去找他们吧，他

们要么说是下乡，要么说去卫生间，就是不给你解

决问题，那次省访后，他们好像有点怕我们，现在

不但见我们，还特别有礼貌，给我们端茶倒水，还

经常让我们在单位食堂吃饭。所以我们也明白一个

道理，他们有个‘软肋’，就是怕我们去上面（上

访）。”抓住这个“软肋”后，他们继续以“京访”

为要挟，催促当地政府尽快给出回复。同年 8 月，

JY 经委会作出答复，答复中并未准予上访者要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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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补偿的诉求，但同时却对上访者抛出了“橄榄

枝”，“如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可向当地相关部门

按照国家政策申请低保”。在将何某新纳入低保范

畴后，当年大多数的原拖拉机站返乡人员均被纳入

农村低保。 

该阶段上访行动以访民基于前期诉求无果的

不满进行越级访为开端，以当地政府将访民纳入

“低保”息事宁人式地“开了口子”为结束。从整

个过程中访民找“时机”、跟“熟人”、携“批复”、

抓“软肋”等博弈策略来看，访民策略选择的技巧

性和针对性较上一阶段有明显提升，呈现出一定程

度理性化的特点。在该阶段后期，不难看出，省访

后当地政府基于“不出事”逻辑，给予上访者一定

的“小恩小惠”，将访民纳入低保指标不仅是当地

政府基于访民生活困难事实的考虑，更是在面对信

访高压以及访民“要挟式上访”[15]的双重压力下不

得不做出的妥协和无奈选择。这种摆平理顺的信访

治理策略[16]尽管在短期内看似解决了一些信访难

题，某种程度上为基层社会带来“暂时性稳定”，

但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上访者的“谈判”能力，从而

为上访者的持续谋利上访埋下隐患。 

3．精于上访：农民的惯性失望与偏执抗争 

尽管上一阶段当地政府对访民的利益诉求给

予了一定程度的回应，但访民并不满足于此，博弈

策略专业性提升带来的成功谋利上访，也激发了访

民对行动策略进一步精细化，以寻求博弈效果最佳

化。为引起当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2010 年 10 月，

原拖拉机站返乡人员共筹经费赴京上访，关于这次

京访，欧某林告诉笔者：“不管是出于给 JY 政府

施压，还是出于解决经济补偿问题，我们都要去京

访。”再次京访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但却直

接或间接影响到当地镇长工作岗位的调离。在与当

地政府的长期博弈过程中，欧某林等上访者除了擅

于抓住当地政府害怕“省访”“京访”的软肋之外，

还逐渐学会记录接访过程中官员的过激或者不恰

当言行，并以此作为要挟。“每个人肯定都有说错

话的情况，当干部的肯定也一样，但不同的是，他

们不敢乱说，乱说是要挨上面批评的。”通过记录

当地干部接访时的不当言行，欧某林等上访者“赢”

得了干部的“敬畏”，出于对不当言行被揭露的担

忧，避免让自己成为“被审判者”，当地政府此后

尽量为欧某林等人的上访提供便利。由于江革计字

（1978）1 号文件已对原拖拉机站返乡人员亦工亦

农身份进行说明和认定，为了进一步实现利益诉

求，欧某林等人不得不“另寻出路”。经过协商后，

原拖拉机站返乡人员决定降低上访诉求，请求政府

根据工龄状况“对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职工作退休

处理，享受养老金；对之前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职

工，纳入城市低保范畴，对工作三年以内的临时工

按照江革计字（1978）1 号文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营造声势，欧某林等人联合

同属于甘蔗基地的水泥厂和糖厂职工开展集体上

访行动。笔者了解到这次行动后，欧某林、何某新

等上访者在原有低保名额以外，额外获得每年 600

元的贫困补助。当问及何某新将来是否还会上访

时，他告诉笔者：“虽然现在大家都老了，已经很

难全部召集到一起，但是上访还是要去的，不然我

们现在得到的补贴都会没有，如果不上访，干部肯

定不会重视我们。” 

经过持续的上访实践，上访者在与政府博弈的

过程中不断熟悉基层政府信访治理心态，通过前期

成功谋利上访的自我总结与学习交流，他们逐渐洞

察到抓住基层政府的“软肋”即是博弈过程中的“机

会”。尽管在冷静上访阶段，访民的部分诉求得以

实现，但出于对更多利益诉求的渴望，他们在第三

阶段的上访中采取了“引关注”“抓把柄”“降要

求”“集众力”等等更为精细和偏执化的抗争方式。

方江山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出现调整，利

益关系发生变迁，利益动因成为农民参与集体行动

的主要动力[17]。结合三个阶段的上访来看，原拖拉

机站返乡人员的集体上访行动正是紧紧围绕着利

益诉求这一根主线发生、持续和扩展的。 

三、上访进程中“政府——访民”行为

互动关系比较 

农民偏执型上访及其治理是一个长时段、持续

的过程，是治理各主体之间互动和博弈的结果。对

各主体的利益诉求、策略选择、行为逻辑和互动结

果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农民偏执

型上访生成的内在逻辑。访民上访行动历经愤而上

访、冷静上访、精于上访三个阶段，各阶段中“政

府——访民”的行为互动和博弈结果呈现出差异化

的特点（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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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案例各阶段“政府——访民”的策略选择与互动结果 

上访阶段 诉求 策略 策略类型 性质 政府治理策略 信访治理效果 

愤而上访 正式职工身份 提“诉求” 应对型 维权 行政型治理 目标未达成，继续上访 

解决养老保险 出“感情牌” 

 找“文件” 

  巧“取证” 

冷静上访 要求落实江革计字 找“时机”   

维权 

 

行政型治理 

利益性治理 

目标达成，继续上访 

（1978）1 号文件 跟“熟人” 前期应对型 

 携“批复” 后期进攻型 

 抓“软肋”  

精于上访 经济补偿 引“关注” 进攻型 谋利 利益型治理 持续性谋利上访 

抓“把柄” 

降“要求” 

集“众力” 

        

愤而上访阶段，访民的主要诉求是渴望当地政

府能够承认其作为 JY原拖拉机站正式职工的身份，

并解决与之匹配的“养老金”问题，双方博弈的焦

点在于上访者的身份认定以及经济补偿的合理性

两方面。从相关文件来看，欧某林、何某新等原拖

拉机站返乡人员确属亦工亦农身份人员，但由于疏

忽，原单位对他们并未进行按时轮换，从而导致他

们在高强度岗位上连续工作多年，且没有作出相应

的经济补偿。从该角度而言，该阶段访民的上访行

为属于维权性质。纵观该阶段全过程，访民的策略

选择经历了纯粹的情绪表达到相对理性地以理抗

争转变。政府在第一阶段采取了诸如“转批”“反

馈”“回复”等日常化行政的“行政型”治理方式。

从治理成效来看，该阶段是访民与当地政府的初次

博弈，纯粹的情绪、诉求表达以及已过时效的文件

依据并未给上访者带来实质性进展，上访目标未达

成促使他们继续上访。 

相较于前一阶段，冷静上访阶段中访民的上访

行为则更为成熟和理性。由于前期缺乏理性思考和

专业抗争思维导致上访者的上访诉求“不了了之”，

这一阶段他们不再纠缠于正式职工的“养老金”问

题，而是充分把握相关文件，要求当地政府遵照原

有政策对其岗位轮换问题进行经济补偿，策略针对

性明显提升；同时上访者通过“找时机巧妙避开截

访”“熟人带领下的省城上访”“以省信访局批复

对当地政府施压”以及“抓住当地政府害怕越级访

的软肋”等多元化博弈策略争取其利益诉求的解

决，也体现了其上访行为逐步走向偏执化的趋势。

总体而言，该阶段的上访主要是维权性质，但与前

期“盲目”上访不同的是，尽管这一阶段当地政府

将其纳入“低保”范畴，开出了“息事宁人式的口

子”，但上访者的上访行动并未停止，可以看出这

一阶段后期上访者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已经呈现出

谋利色彩。当地政府在该阶段综合运用行政型治理

以及“诱之以利”的“利益型”治理[18]策略方式，

以期用低保名额等公共资源换取访民罢访、息访。

然而从结果来看，当地政府“花钱买稳定”的利诱

方式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治理成效，上访者在目标达

成后仍然继续上访。 

基于前两个阶段的上访实践，上访者对博弈经

验进行自我总结和学习交流，其在后续上访中的策

略形式更为多样和有效，谋利目标得到进一步实

现。在精于上访阶段，实际上存在着“虚实交替”

的发展脉络，即“以京访寻求更多关注”“记录官

员过激言行”“分类降低上访诉求”“联合其他群

体开展集体行动”等进攻型策略形式只是上访者要

挟基层政府的姿态和工具，并未实际地付诸有效行

动，其真实的诉求是通过发挥“策略工具箱”的作

用，激发当地政府满足更多的谋利目标。面对上访

者的重重“威胁”，当地政府为维持稳定继续运用

“利益型”治理策略，企图以增加上访者的贫困补

助换取“暂时的安宁”。从治理成效看，前期谋利

上访的成功对上访者产生了激励与示范作用，与信

访治理的初衷相背离的是，持续性的谋利上访或将

成为该案例上访者未来的行动选择。 

四、“逆向激励”效应：农民偏执型上

访生成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中国之治”语境下党和国家密切

联系群众、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中国方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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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信

访制度满足了政治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诉求，为社

会弱势群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

渠道，成为强化人民群众与党和国家联系的桥梁与

纽带；同时它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权利救济”的诉

求[20]，是监督和改善基层政府执政、克服官僚主义

的重要促进因素。根据盖伊•彼得斯基于理性选择制

度主义范式的分析，制度在引导和限制个体行为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环境对行动者构建了一定

程度的积极或者消极激励，在此作用下，行动者以

理性人作为逻辑起点，并在行动中以利益最大化作

为自己的策略选择和目标追求[21]。当前我国信访治

理中普遍采取“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访工作

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履职的

一种垂直约束，上级政府通过信访可以直接获取人

民群众对地方政府执政的态度与信息，并以问责形

式促使基层政府由“对上级负责”转化为“对人民

负责”，从而实现有效激励。然而，信访实践中，

由于属地责任制在具体落实中过度侧重惩罚性激励

和目标导向的刚性考核，促使地方政府在信访治理

中本能形成趋利避害的“避责”思维，由此给偏执

型上访者创造了谋利空间和政治机会，造成实际治

理成效与信访制度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可以认为，

在农民偏执型上访的生成过程中，由上级政府——

基层政府——上访者三大行动主体构成的信访治理

链条里，存在着一种“逆向激励”效应。   

“逆向激励”是指社会治理或人员管理中，在

一定制度框架下，主体的行动结果偏离甚至背离其

预期目标[19]，从而呈现出“事与愿违”的激励现象。

“逆向激励”效应一旦生成，不仅将损害政策制定

者的政治信任，较大地损耗治理效能，还将进一步

强化负面影响，极易造成恶性循环。有研究者认为，

信访事项的属地责任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目

标置换现象，即由于强调结果导向，从而对治理手

段和方法的过分关注替代了对治理目标的合理追

求[19]。对上级政府而言，秉承对人民负责理念、尽

最大可能争取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农民的认同是上

级政府在信访治理中遵循的行为逻辑。因此，对于

上级政府来说，信访当事人的利益斗争与行政主体

基于“公共性”的秩序追求之间存在的张力及其平

衡构成了信访运行机制的核心。由于信访治理本身

具有强政治性，基于制度惯性和降低治理成本的考

虑，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大多采取“不违法、不出

事”的“底线管理”规则，“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的制度设置更多地成为对基层政府的惩罚性激励

形式，即“完成不奖励，出问题有惩罚”，信访治

理的压力通过强化问责、“一票否决”以及信访刚

性考核得以逐级下压。在压力型体制的制度语境之

下，基层政府“责重权轻”的困境逐渐凸显。为化

解强压下的政治风险和追责风险，同时也将更多的

精力集中于对职位升迁有明显作用的经济发展指

标上，基层政府基于自利和避责的行为本能，往往

会作出所谓有利于部门和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如

“潇潇洒洒走形式”地回避信访、不具有合法性的

暴力截访、借用公共资源的“利益型”治理，由此

充分体现了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中的“避责”思维。 

与此同时，在与政府的持续博弈过程中，上访

者也逐渐洞察到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

的行为逻辑上存在不一致所导致的困境，从而给上

访者提供了谋利的空间和场域，强化了上访者的谈

判能力。一方面，通过比较，上访者发现通过制度

化上访不仅效率低下，成效也不显著，而通过“闹

与缠”“越级访”“暴力威胁”等非制度化手段不

仅可以获取一些合理抑或不合理的利益，还在某种

程度上对基层政府施加了压力，这种心理也促使上

访者在再次遭遇问题和社会不公时继续采取非制

度化手段解决。至此，基层政府的“软肋”成为上

访者得以借用的“机会”。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试

图通过“利益诱导”“政府兜底”[22]等方式一劳永

逸地解决问题，是在压力体制之下的无奈选择。这

种“摆平理顺”的做法看似关心民众疾苦，能够取

得暂时性成效，却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在实践中也给上访者带来吊诡的“引诱效应”[20]，

激励上访者和其他群众将更多的无理诉求抛向信

访渠道，造成“以钱了难，越了越难”的恶性循环。

在此境况下，信访这一传统乡村社会解决纠纷的情

理机制异化为工具性的谋利手段，信访治理的价值

追求在实际运行中发生了明显的实践性背离[23]。由

此构建出信访治理中的“逆向激励”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本研究通过对湖

南省 G 村一起农民上访案例三个阶段的历时性考

察，分析政府与上访者的互动博弈如何形塑农民上

访的发生、延续和扩展。通过分析，本研究认为上

级政府——基层政府——上访者三大行动主体构



 

 

4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1 年 10 月 

成的信访治理链条中，存在着信访治理成效偏离政

策预期目标的“逆向激励”效应，并由此建构着农

民偏执型上访生成的内在逻辑。信访治理中，上级

政府基于“公共性”的秩序追求与基层政府自利性

的“避责”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信访属地责任

制在具体执行中由于过度强调目标导向而忽视了

治理过程，信访治理压力通过信访责任制的惩罚性

激励形式得以逐级下压。为化解强压下的政治风险

和追责风险，实现部门和自身利益，基层政府往往

采取回避信访、暴力截访、利益型治理等行动策略，

体现了其信访治理中的“避责”思维。然而，上级

政府与基层政府在信访诉求上存在不一致所导致

的困境却为上访者提供了谋利空间和政治机会，基

层政府的“软肋”成为上访者得以借用的“机会”。

谋利上访的成功结合谋利上访空间，促使持续性的

谋利上访得以延伸和扩展，从而导致信访治理实效

与政策预期目标出现实践性背离。“逆向激励”效

应为理解农民偏执型上访的生成提供了一种解释

视角，也为检视和矫正基层政府信访治理行为、提

升信访治理能力提供了一定思考空间。 

近年来，以追逐利益为导向的信访“钉子户”

明显增多，给我国基层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是信访政策目标的偏离。一些信访“钉子户”擅

于“钻空子”，利用信访制度的“属地管理”原则

与压力型体制之间的张力，打着“维权”的旗号“作

势上访”，实则谋取更多私利，造成信访实践与信

访制度设立初衷相偏离。二是社会公共资源的错

配。虽然“政府兜底”式的利益型治理在基层社会

稳控方面能够发挥暂时性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花

钱买稳定”形成的示范效应将促使信访“钉子户”

以非制度化形式谋求更多的不合理利益，激发持续

性的谋利上访，从而使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发生错

位，一些正当利益受损或真正需要扶助的农民却无

法享受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三是乡村价值观的误

导。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加速，“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农民对社会

公平正义的追求随着自我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更加强烈，部分信访“钉子户”通过上访成功谋利

一方面将引发社会公众滋生不公平感和剥夺感，消

解政府信任和执政党认同，另一方面也将在乡村社

会进一步形成示范效应，激发更多农民形成“钻空

子谋利”以及不劳而获的价值观，造成谋利上访的

扩散，影响社会风气，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 

信访“钉子户”的形成既是农民权利与法律

意识明显提升的结果，也是信访属地责任制在具

体落实中存在困境的体现。破解农民偏执型上访

问题，一是要将信访治理与基层稳控逐渐剥离开

来，有效规制信访激励的“逆向空间”。进一步

弱化压力型体制在基层政府信访治理中的影响，

在维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大前提之下，可适当降低

“稳定压倒一切”的信访治理要求，尤其是要将

非访等特殊类型的上访从“稳控”事务中逐渐剥

离，使基层政府逐渐从笼罩性的信访强压之下解

放出来，秉承客观公正原则进行信访治理，从而

在“稳控局面”与“解决问题”之间找到平衡。

二是建立分类治理的信访考评机制。目前大多数

基层政府根据上访事项对农民上访进行了分类，

这有利于强化部门分工、提升信访治理效率[24]；

但从提升信访治理成效的角度而言，以上访事项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为标准进行分类将更具有针对

性，如可将农民上访分为维权型、谋利型、协商

型、政策诉求型等多种类别并制定与之对应的治

理原则和措施，将更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信访治

理效能。三是动员乡村自治力量参与信访治理。

明晰村级两委在信访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鼓励

乡贤等社会自治力量参与信访治理，探索更多化

解矛盾纠纷的乡村情理机制，建立社会矛盾多元

化解架构，实现基层人民调解与信访治理的有机

衔接，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基层社会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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